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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共情可以帮助人们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更好地适应现实社会，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认知功能。已有研究表明，诸多

神经和精神类疾病的发生发展和复发与共情缺陷有关。非侵入性脑刺激技术（经颅磁刺激和经颅直流电刺激）可以通过调

节大脑皮层兴奋性来调控个体的共情水平，缓解共情缺陷症状。针对健康群体使用该技术的现有证据显示：内侧前额叶、

初级运动皮层、额下回、背外侧前额叶和颞顶交界处的活动有助于提升个体的认知共情水平，其中双侧背外侧前额叶的活

动还有助于下调个体的情感共情水平，而右侧颞顶交界处的活动则可以增强自我表征从而支持个体在共情时进行自我和他

人的区分。少数针对共情缺陷群体使用该技术的临床证据提示，增强左侧背外侧前额叶和内侧前额叶的活动可以分别提升

精神疾病和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的认知共情水平。未来的研究应探讨在统一的行为测量范式下针对不同刺激参数和刺激位

点进行共情干预研究，通过融合其他神经生理技术进一步考察非侵入性脑刺激技术改善共情功能的作用机制，并考虑个体

差异性对大脑共情功能干预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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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有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今有

“和谐、友善、文明……”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从古至今，关心他人，能站在他人角度感受、理解

和帮助他人即共情（empathy）都是中华民族的优

良传统。学界对共情的研究持续多年，但由于其内

部结构复杂，共情的界定尚未统一。Guthridge

等［1］将 1980年以来发表的 506篇文献中使用过的

146个共情定义进行分析和提炼，提出了一个共情

的“元定义”，即将共情界定为个体在不混淆自己

与他人体验的基础上（自我-他人控制），体验他人

情感（情感共情）和理解他人认知状态（认知共

情）的能力。即共情至少包括在自我-他人控制基

础上的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成分。作为一种重要的

心理功能，现今共情已受到多学科研究的关注，例

如：政治学研究在探寻通过共情促进社会理解，减

少政治分歧和地区间紧张冲突的方式［2-3］；经济学

研究则提出建立一个更加共情的经济体可能会带来

更公平公正的资源分配［4］；女权主义研究发现，

共情有助于减少两性偏见和性别暴力，促进两性平

等［5］；认知神经心理学则通过寻找共情的神经基

础来探寻后天调控大脑共情的可行方法［6］。

目前，多数研究提示，对他人处境进行共情，

有助于抑制攻击倾向，减少人际和群体冲突，促进

利他动机的产生，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7-9］。

然而，共情要适度。一些有共情特殊要求的职业，

如医生、护士、照护者等对患者的痛苦过度共情可

能会诱发情绪衰竭、职业倦怠，甚至损害心理健

康［10-12］；反过来，患者共情不足，会显著增加照

护者的抑郁和压力，降低其幸福感，影响医患关系

和医疗结局［13-16］。此外，临床研究还发现，共情

功能障碍往往与阿尔茨海默病等神经系统退行性疾

病［17］和精神分裂症［18］、抑郁症［19］、自闭症［20］等

各类难治性精神疾病的发生发展甚至复发密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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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

已将共情缺陷视为是精神疾患需要关注、评估和干

预的社会认知功能障碍［21］。因此，研究共情功能

的调控，既具有重要的临床医学价值，也具有重要

的社会价值。

相关的神经影像学研究发现，共情会显著地激

活大脑前脑岛/额下回、前额叶、前部/中部扣带皮

质、辅助运动区、颞顶交界处等相关脑区［22-23］。而

这些区域的受损与前述多种神经和精神类疾病相

关［24-25］。传统的心理干预手段已被用于增强健康受

试者［6，26］和精神疾病患者［27-28］的共情，但干预耗

时，益处有限［29］。过去30年兴起和发展的非侵入

性脑刺激 （non-invasive brain stimulation，NIBS）

技术则有望成为调控共情的一种重要物理干预手

段。NIBS技术是一种利用磁、电等手段，非侵入

性地施加刺激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活动，改变神经

系统信号传递，调节神经元及其所在神经网络活动

性，最终引起特定脑功能改变的神经调控技

术［30-31］。由于其具有无创、安全、操作容易等特

点，NIBS技术逐渐成为神经精神疾病的一种可能

治疗手段［32-33］。NIBS技术在共情调控中的应用主

要 体 现 在 经 颅 磁 刺 激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 和 经 颅 直 流 电 刺 激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tDCS）两种

技术上（图 1）。因此，本文主要梳理了近年来使

用 TMS 和 tDCS 技术调控共情的研究，探讨了

NIBS技术应用于健康人群和患病人群进行共情调

控的现状，并尝试分析其改善共情的可能机制，为

从物理干预角度调节共情提供参考。

1　经颅磁刺激和经颅直流电刺激技术概述

1.1　经颅磁刺激技术

经颅磁刺激（TMS）技术是由英国学者Barker

及其同事于 1985年提出的［34］。该技术是一种通过

控制感应线圈产生短暂而迅速变化的高强度电磁脉

冲穿过颅骨刺激特定脑区，使该脑区神经元去极化

产生动作电位，诱发大脑皮层发生兴奋或者抑制从

而调节特定脑区功能活动的阈上NIBS技术［35］。就

目前TMS技术使用的安全性而言，除了偶见报告

的暂时性癫痫发作和轻微头疼或者刺激部位局部疼

痛等副作用，尚无长期副作用报告，证明其是一种

较为安全的研究和治疗工具［31］。

根据脉冲数量、刺激时间、脉冲之间的间隔时

间等不同，TMS 刺激可分为单脉冲刺激 （single 

pulse TMS， sTMS）、双脉冲刺激 （paired-pulse 

TMS，pTMS）、重复脉冲刺激 （repetitive TMS，

rTMS）等模式，并可根据刺激输出方式不同分为

在线（on-line）刺激和离线（off-line）刺激两种方

式［36］。其中，off-line 的 rTMS 刺激模式关注刺激

的累积效应，且效应是频率依赖性的。根据经验，

低频率 rTMS 刺激（≤1 Hz）与皮层兴奋性降低相

关，而高频率 rTMS 刺激（≥5 Hz）则通常会导致

皮层兴奋性的增强，从而可能为受刺激的大脑区域

是否参与某心理行为过程提供证据［37-38］。off-line

的 rTMS 刺激有一种特殊形式，即持续 20~40 s 进

行快速不间断 θ波脉冲刺激（continuous theta burst 

stimulation， cTBS）。与传统的 rTMS 刺激相比，

cTBS可以在短时间刺激后产生大约40~60 min的刺

激后效应，使其可以和脑成像技术结合探究刺激干

扰对大脑网络的影响［39］。而 on-line 的 rTMS 刺激

模式是在被试执行某种心理行为任务时进行离散时

间的实时刺激，关注 rTMS刺激对心理行为的直接

影响，从而可以为某种心理活动的神经处理时间进

程提供证据［38］。有研究者提出，rTMS刺激在脑内

产生的感应电流可能会引起某些神经元内部的微观

电生理变化，最终暂时性诱发大脑皮层的兴奋或者

抑制，也可能造成长时程的神经可塑性的改

变［40-42］。由于其高时间分辨率和高聚焦度，rTMS

技术已成为脑科学研究和临床精准干预治疗的重要

工具，在共情调控的相关研究中也是常用的技术

手段。

1.2　经颅直流电刺激技术

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技术的原理与TMS

有所不同。它是一种阈下NIBS技术，通常采用放

置在大脑头皮表面的两个表面积约10~35 mm2小海

绵电极片传递持续的约为 5~30 min 的低强度恒定

直流电 （约为 0.5~2 mA） 来调控特定脑区的活

动［30］。tDCS刺激模式有两种，阳极刺激（anodal 

tDCS， A-tDCS） 和 阴 极 刺 激 （cathodal tDCS，        

C-tDCS）［36］。早期研究发现，高强度 tDCS 刺激的

电场如果高达 10~100 V/m范围时，可以引起皮层

神经元的动作电位，有诱发癫痫发作等不良反应的

风险［30，43-46］。但是低强度 tDCS刺激（小于 4 mA）

作用于实验动物或者临床患者则没有发现其直接诱

发神经元放电［44，47-48］，它只是使受刺激的神经元

产生动作电位的可能性增加或减少［49］。动物研究

提示：在低强度刺激下，A-tDCS会促使神经元静

息电位去极化，降低其产生动作电位的阈值，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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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大脑兴奋性；而C-tDCS则通过使神经元静息

电位超极化，提高产生动作电位的阈值，从而降低

大脑兴奋性［50-54］。基于此，对人类被试使用低于

4mA的弱电流 tDCS刺激不足以引发动作电位，相

比其他NIBS技术会更加安全［30］。近几年，多项针

对健康人群（如儿童、青少年、成人、老人等）和

患病人群（如情绪障碍患者、癫痫患者、中风患

者、慢性疼痛患者、神经认知障碍患者等）使用

tDCS刺激的安全性评估研究发现，在人体试验中，

尚未有证据表明使用适度的 tDCS刺激（t ≤ 40 min，

I ≤4 mA，Q ≤ 7.2 C）会产生任何严重副作用或不

可逆的损伤，说明 tDCS的安全性、耐受性和可接

受性很好［31，55-59］。

tDCS刺激也存在 on-line和 off-line两种刺激形

式，前者可用于探究个体实时接受 tDCS刺激过程

中的生理心理反应，而后者用于探究个体接受

tDCS刺激后的短期或者长期的生理心理效应，这

一特性使得 tDCS与TMS一样可以结合脑成像技术

进一步研究脑与心理行为的关系，在临床治疗中也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60］。在此基础上，美国研究团

队［61］又开发了一种高精度经颅直流电刺激（high-

definition tDCS，HD-tDCS），它通常是将 5个小的

圆形电极阵列（直径1 cm）采用4×1的环形电极配

置，中心电极位于目标大脑区域，周围则为4个返

回电极（每个电极接收25%的返回电流），从而比

传统 tDCS拥有更高水平的空间聚焦，可以更好地

探究大脑兴奋性变化与随后心理行为变化之间的因

果关系，也相应减少了受试者的头部不适感。虽然

tDCS技术的空间聚焦度不如TMS技术，但因其阴

阳电极功能相对明确，操作更加简易安全且成本

低，使其成为脑科学研究和神经精神疾病治疗的又

一重要辅助手段。

2　非侵入性脑刺激技术对大脑共情功能的

调控

2.1　非侵入性脑刺激技术对认知共情的调控

认知共情（cognitive empathy）是指在不混淆

自我和他人基础上，理解他人想法和情感的能力，

是共情的子成分，与心理理论 （theory of mind，

ToM） 有相似之处［62-66］。Shamay-Tsoory 等研究

者［67-68］进一步将认知共情区分为情感性ToM和认

知性ToM。情感性ToM指个体理解他人情绪情感

的能力，神经影像学研究发现其与额下回、顶下小

叶、眶额皮质、腹内侧前额叶等区域的活动有关，

而认知性ToM则反映了个体理解他人想法和信念

的能力，与背内侧前额叶、颞顶交界处、颞上沟等

区域的活动有关［68-70］。目前使用TMS技术调控认

知共情的研究多数使用off-line的低频抑制性 rTMS

刺激（≤1 Hz）进行干预。使用 tDCS技术调控认知

共情的研究则多数使用兴奋性的A-tDCS刺激（刺

激强度 1~2 mA 不等，持续 15~20 min 左右）进行

Fig. 1　Schematic of non-invasive brain stimulation techniques and brain regions involved in empathic intervention studies
图1　非侵入性脑刺激技术和共情调控研究干预的大脑区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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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研究主要关注的大脑区域集中于额顶叶区

域（图1）。

2.1.1　非侵入性脑刺激技术对情感性ToM的调控

研究者通常使用面部表情识别任务 （facial 

expression recognition task，FERT）、多维共情测量

范式（the multifaceted empathy test，MET）和读眼

识 心 任 务 （reading the mind in the eyes task，

RMET） 来探测受试者对他人面部情绪的判断理

解，从而衡量情感性 ToM （表 1）。现有情感性

ToM 调控中已发表的研究主要关注大脑内侧前额

叶、初级运动皮层和额下回区域。

内侧前额叶（mPFC）是一个具有不同细胞类

型和投射的皮层区域，可以整合来自其他区域的输

入信息，并通过与皮层和皮层下区域的功能连接输

出信息，在认知、情绪理解、共情等诸多心理功能

中发挥重要作用［71-72］。Balconi及其同事［73-74］先后

使用on-line的低频rTMS（1 Hz，共 400 脉冲）和高

频 rTMS刺激（10 Hz，共 2 500脉冲），基于FERT

探测了受试者共情他人积极和消极情绪面部表情

（快乐、害怕、愤怒和中性情绪）的表现，得到了

较为一致的结果。研究发现，使用低频 rTMS刺激

抑制大脑mPFC区域活动后，受试者共情性判断他

人面部表情的表现变差。而使用高频 rTMS刺激增

强mPFC区域活动后，受试者的行为表现变好［75］。

此外，mPFC区域参与情感性ToM加工的表现还受

到了情绪效价和个体差异的影响。相比针对积极情

绪的情感性ToM加工，mPFC区域的活动对威胁性

的负性情绪信息更加敏感，且在高特质共情水平的

个体共情时起着更为重要的参与作用［74］。Krause

等［76］ 使用 off-line 深度 rTMS 刺激 （1 Hz，共 900

脉冲）mPFC更进一步发现了情感性ToM加工的特

质分离现象：深度 rTMS会破坏特质共情水平高者

的情感性ToM表现，但会改善特质共情水平低者

的情感性ToM表现。目前的研究说明，mPFC区域

在情感性ToM处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显著活

动有助于个体识别他人的情绪，但其作用的发挥似

乎受到了个体基线共情能力的影响。

与情感性 ToM 加工相关的大脑区域还涉及到

一 个 分 布 广 泛 的 行 动 - 观 察 脑 网 络 （action-

observation network， AON）。 学 者 Preston 和 de 

Waal［77］最早于2002年提出将“运动行为”领域的

“ 知 觉 - 行 动 模 型 ”（perception-action models，

PAM）假设用于解释共情的发生。根据PAM假设，

当个体知觉到他人执行某个动作行为时会自动激活

个体自己执行该行为的动作表征，即个体与他人之

间通过“模拟”产生“共享表征”，当个体共情他

人情绪和痛苦时，可能会通过自动化激活自身体验

该情绪时的神经表征系统来感知和理解他人的情

绪，从而产生共情现象。脑成像研究认为，支持这

一“模拟”过程加工的区域位于AON的感觉运动

区，如初级运动皮层（PMC）区域的活动将有助

于完成上述“模拟”而产生的“知觉-行动”过

程［78-79］。 Jospe 等［78，80］ 遂基于 FERT 任务使用      

A-tDCS （1.25 mA，15 min）先后作用于受试者面

部表情和手部运动相关的PMC区域后发现，刺激

干扰了特质共情能力高者理解判断他人面部表情和

手势表情的行为反应（反应时变慢）而增强了特质

共情能力低者的行为反应（反应时变快）。由此可

推测，tDCS可能通过调控个体AON区域的面部表

情和姿态表情运动区功能，影响个体通过自身的动

作“模拟”来理解他人面部和姿态表情行为的认知

加工过程。

另一个受关注的 AON 脑网络区域是额下回

（IFG）。从大脑解剖结构看，IFG是一个靠近喙部

前运动皮层的区域，可以把运动准备相关信息快速

传递给运动区［81-82］。前人的脑影像学研究发现，个

体共情他人面部表情或者肢体展示的疼痛刺激时均

显著激活了大脑的 IFG区域［83-85］。Wu等［86］基于非

疼 痛 相 关 的 MET 行 为 范 式 ， 使 用 HD-tDCS     

（1.5 mA，作用 20 min） 作用于右侧 IFG 后发现，

接受A-tDCS刺激的受试者通过面部表情判断他人

情绪的行为正确率显著高于接受C-tDCS刺激的受

试者，说明右侧 IFG 的活动增强与情感性 ToM 的

认知加工有关。在此基础上，笔者基于疼痛共情判

断行为范式，使用聚焦度更高的 rTMS 刺激     

（on-line，10 Hz）作用于右侧 IFG区域后也得到了

类似的结果，rTMS增加了受试者感知判断他人疼

痛的行为反应时［87］。由于积极情绪共情和消极情

绪共情可能存在不同的内在机制，Paracampo等［88］

使用on-line的高频rTMS（6 Hz）进一步探究了右侧

IFG在积极情绪共情中的作用。结果发现，刺激右

侧 IFG后，受试者对积极情绪的共情准确性下降，

反应时变慢。值得关注的是，上述研究也发现，无

论使用 tDCS还是 rTMS干预右侧 IFG，受试者的行

为反应与实验前个体的基线状态共情水平或者特质

共情水平有关，存在个体差异的影响［8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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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左侧 IFG 也参与了情感性 ToM 加工。

Keuken等［89］基于RMET任务使用 off-line的 rTMS

（1 Hz，5 min，共300脉冲）刺激左侧 IFG后发现，

rTMS 增加了受试者对他人情绪识别的反应时间。

Hoekert 等［90］ 基 于 情 绪 韵 律 语 言 听 觉 任 务

（emotional language task） 使 用 on-line 的 rTMS  

（5 Hz，共 576 脉冲）刺激左右侧 IFG 发现，受试

者基于听觉识别情绪韵律的反应时显著增加，其中

刺激左侧 IFG相比刺激右侧 IFG产生的干扰作用更

大。然而，相比右侧 IFG，现有探究左侧 IFG与认

知共情关系的神经调控研究极少，未来可以考虑使

用相同的行为范式对比左右侧 IFG在认知共情中的

作用。

综上，现有研究提示，大脑内侧前额叶、初级

运动皮层、额下回的活动有助于个体理解他人疼痛

和面部情绪的情感性ToM认知共情加工过程，这

些区域可能成为未来进行临床情感性ToM功能缺

陷干预的潜在靶点。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上

述研究使用的行为任务范式不同，刺激的脑区位置

不一，基于 tDCS和TMS干预情感性ToM加工的行

为研究结果多数都提示个体特质共情水平的影响，

这种个体差异究竟如何影响干预效果尚无定论。由

于共情结构的多维性，将来的研究应充分考虑个体

差异，并结合更多的行为范式进一步考察特质共情

水平对NIBS调控情感性ToM效果的影响。

2.1.2　非侵入性脑刺激技术对认知性ToM的调控

研究者多数使用错误信念任务 （false belief 

task， FBT）、 目 的 归 因 任 务 （attribution of 

intention task，AIT）和尤里任务（Yoni task，YT）

范式来探测个体推断他人想法和信念的能力     

（表1）。现有认知性ToM调控中已发表的研究主要

关注大脑mPFC、背外侧前额叶（DLPFC）以及颞

顶交界处（TPJ）区域。

mPFC 在前述的 NIBS 调控研究中已被发现参

与了情感性ToM加工，有助于个体共情他人时识

别理解他人情绪。近期有研究者发现，mPFC还参

与了认知性ToM加工，有助于个体理解他人意图。

Adenzato等［91］基于AIT任务使用A-tDCS （1 mA，

持续 6 min）刺激mPFC后增强了受试者的认知性

ToM。值得关注的是，mPFC在认知性ToM加工中

的作用存在个体差异。增强mPFC活动后，降低了

女性受试者完成AIT任务的反应时，增强了女性受

试者的认知性ToM，但对男性没有影响［91］。该研

究者使用老年受试者进行的类似研究也发现了     

A-tDCS刺激mPFC后对女性认知性ToM的强化作

用［92］。这说明，mPFC 在认知性 ToM 加工中的作

用受到了性别差异的影响。但是，Krause等［76］基

于YT任务使用 off-line深度 rTMS刺激（1 Hz，共

900脉冲） mPFC后却并没有发现其对认知性ToM

的影响。任务的差异可能是影响干预效果的重要因

素，未来研究应该进一步探究不同的行为任务下

mPFC的作用机制。

近期研究发现，右侧DLPFC区域的活动与个

体信念的产生和评估过程有关［93］。认知共情领域

的研究进一步提示，右侧DLPFC的活动也有利于

个体理解他人的信念。Costa 等［94］基于 FBT 任务

使用off-line的 rTMS （1 Hz，15 min，共900脉冲）

刺激左右侧DLPFC后发现，只有刺激右侧DLPFC

增加了受试者判断他人错误信念的反应时。然而

Kalbe 等［95］的研究却得到不同的结果。他们基于

YT 任务使用相同强度和刺激模式的 rTMS 刺激右

侧DLPFC却减少了受试者判断他人想法的反应时。

尽管上述两项研究均提示右侧 DLPFC 在认知性

ToM加工中的可能作用，然而前者提示 rTMS刺激

右侧DLPFC干扰了认知性ToM加工，后者却提示

右侧DLPFC的功能得到了强化。研究者推测右侧

DLPFC 受到抑制后的脑网络功能变化以及左侧

DLPFC活动可能仍然会支持个体完成认知性ToM

任务。而且，一个特定的 rTMS方案究竟是起到抑

制还是促进作用，可能还与其刺激的皮层区域具体

位置、使用的行为任务，刺激穿透深度和准确性等

因素有关［95-96］。由于右侧DLPFC的范围大，且上

述研究使用的行为任务不同，刺激的具体位置不

同，对侧DLPFC区域是否会协同活动未知，未来

的研究应该将TMS与脑成像技术结合，在脑网络

层面进一步澄清右侧DLPFC在认知性ToM任务中

的具体作用机制。

TPJ在功能角色和解剖边界上仍然存在争议。

在多数研究中TPJ泛指顶下小叶、外侧枕叶皮质和

颞上沟后部三者交界处的皮层区域［97］。这一解剖

位置决定了它会接收来自丘脑、体感皮层、视觉和

听觉皮层区域的信息输入，并与颞叶远端和前额叶

区域发生双向连接，成为多感觉整合和处理的关键

枢纽［98-99］。Costa 等［94］基于 FBT 任务使用 off-line

的 rTMS（1 Hz，15 min，共900脉冲）刺激左右侧

TPJ发现，受试者判断他人错误信念的反应时显著

增加。Krall 等［100］基于相同行为任务使用 off-line

的cTBS（50 Hz，40 s，共600脉冲）抑制右侧TP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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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也发现，受试者完成 FBT 任务的错误率显著增

加。这提示，右侧TPJ的活动有助于个体理解他人

的想法和信念。此外，Giardina等［101］基于修改版

的 AIT 任务使用 off-line 的 rTMS （1 Hz，共 600 脉

冲）还发现左右侧TPJ在认知性ToM加工中存在功

能偏侧性。使用 rTMS抑制右侧TPJ活动后增加了

受试者的敌意归因，抑制左侧TPJ活动则增加了受

试者的非敌意归因。

总体而言，现有认知性 ToM 调控研究提示，

mPFC、右侧DLPFC以及TPJ区域的活动有助于个

体理解他人意图和信念的认知共情加工过程。然

而，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不一致性，个体的性别差

异、研究使用的行为任务范式差异、研究干预的具

体脑区位置差异等都有可能影响研究结果。未来研

究应该充分考虑上述因素的影响，进一步探究其对

认知性ToM加工的影响机制。

2.2　非侵入性脑刺激技术对情感共情的调控

情感共情 （affective empathy） 是指个体间接

体验他人情绪和情感的能力，包括指向自我的个人

痛苦成分和指向他人的共情关注成分［62，102-103］。前

人脑成像研究发现，情感共情的发生往往与加工情

绪情感和运动-动机相关的脑区活动有关，如前脑

岛、前部扣带皮质、丘脑、杏仁核、感觉运动皮

层、额顶叶区域等［64，68］。由于与情感共情相关的

多数脑区如前脑岛、前部扣带皮质、杏仁核等往往

位于大脑深部，现有常用的NIBS技术如TMS穿透

性较弱，多数只能刺激颅骨以下 3 cm 深度的脑

区［104］，而对健康受试者进行深部脑刺激研究仍存

在一定风险，所以相比认知共情，采用NIBS技术

调控大脑情感共情的研究较少，多集中于额叶区域

（图1），且多数采用 tDCS技术进行研究。

目前为止，不足10篇相关研究探讨了 tDCS刺

激对大脑情感共情的影响，研究使用的行为任务范

式多为情绪评分任务范式（ERT，表1），即让受试

者观察他人情绪或者疼痛的图片或者视频刺激后，

对他人情绪和痛苦程度以及自我的感受进行评分。

其中多数研究将关注点放到了DLPFC区域。过往

研 究 认 为 ， DLPFC 区 域 参 与 了 情 绪 调 节 过

程［105-107］。情绪调节对共情特别是情感共情有重要

影响。个体对他人痛苦产生情感共情时，既会产生

指向他人的同情关怀的情感体验（共情关注），也

会产生指向自己的焦虑痛苦的情感体验（个人痛

苦）［108］。前者不足，会降低个体的助人倾向，后

者过度则与更严重的抑郁和心理健康水平的降低有

关，也会降低个体的亲社会倾向［10，109-110］。此时，

情绪调节可以增强个体对他人的共情关注，降低其

因共情痛苦而产生的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从而保

护个体的身心健康并促进亲社会行为的产生［111-112］。

因此，如何在个体产生情感共情后上调或者下调共

情水平，即增加或者减少情感共情，进行适度情绪

调节是研究共情调控的一个重要环节。Boggio

等［113］使用ERT范式，基于疼痛共情图片刺激探究

了DLPFC对指向自我的情感共情的影响。研究者

通过比较受试者左侧初级运动皮层（M1）、左侧

DLPFC 和左侧枕叶皮层 （V1） 三个区域接受       

A-tDCS 刺激 （2 mA 持续 5 min） 以及假刺激     

（2 mA持续30 s）后共情他人疼痛的情绪感受差异

发现，左侧DLPFC接受A-tDCS刺激后，个体共情

他人疼痛时的个人痛苦显著下降。在此基础上，

Boggio及其同事［114］使用更具生态学效度的基于疼

痛共情视频的 ERT 范式，进一步比较了左右侧

DLPFC 分 别 接 受 A-tDCS 和 C-tDCS 两 种 刺 激     

（2 mA持续15 min）后对疼痛共情的调控作用。结

果发现，与假刺激（2 mA 持续 30 s）相比，左右

侧DLPFC接受A-tDCS刺激后均导致了受试者在共

情他人疼痛时的个人痛苦感受下降。说明左右侧

DLPFC都参与了指向自己的情感性疼痛共情的调

节，该区域皮层兴奋性增强可能具有显著的降低个

体情感共情水平的作用。在下调共情的过程中，它

往往与背内侧前额叶/背侧前扣带皮质 （dmPFC/

dACC）发生功能连接，监测冲突并发出需要改变

行为的信号，并可以向顶叶注意控制区传递信息，

从而引导注意力分散到其他地方，最终影响杏仁核

活动的下调，达到调节共情中情绪感受的目

的［115-116］。而上述NIBS研究间接支持了这一观点。

Snowdon等［117］在前述研究基础上还进一步探讨了

DLPFC对指向他人的情感共情成分的影响。研究

者使用悲伤共情任务范式发现，无论是左侧还是右

侧 DLPFC 接 受 A-tDCS 刺 激 后 （1.5 mA 持 续        

20 min），对受试者的“共情关注”水平（指向他

人的情感共情成分）均无显著影响［117］。之所以结

果与前人研究不一致，可能是由于研究中使用的

tDCS强度不足，且与共情关注这一情感共情成分

相关的DLPFC区域可能位置更深，不容易被 tDCS

刺激所影响。此外，前人关于情感共情的行为研

究［118］提示，情感共情的两种成分（个人痛苦和共

情关注）可能存在分离现象。上述关于DLPFC的

脑刺激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提示，情感共情的两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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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可能存在不同的脑机制，需要进一步的针对性研

究来考察DLPFC不同子区对情感共情两种不同成

分的调控作用。

在情感共情研究中另一个被关注的额叶区域是

IFG脑区（特别是右侧 IFG），它是人类镜像神经系

统的重要结构，其显著活动既有助于认知共情，也

有助于情感共情［64，68，119-120］。然而，相关的研究结

果存在一定的争议。一项基于 MET 范式，使用

HD-tDCS 刺激 （1.5 mA 持续 20 min） 右侧 IFG 的

共情研究发现，相比假刺激（2 mA持续30 s），使

用A-tDCS刺激右侧 IFG并未影响受试者在情感共

情任务上的行为表现，研究者认为可能的原因是实

验任务对探测情感共情不够敏感［86］。而两项针对

视觉-触觉共情的研究则发现，使用 A-tDCS 刺激

IFG后所引发的个体情感共情水平的变化显著地受

到 了 个 体 实 验 前 测 得 的 情 感 共 情 能 力 的

影响［121-122］。

总的来说，使用NIBS技术调控情感共情的研

究仍然比较欠缺，而且部分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分

歧。尽管使用 tDCS技术刺激额叶会一定程度影响

个体的情感共情表现，然而额叶区域范围大，

tDCS空间聚焦能力不够，加之个体特质共情能力

以及情感共情子成分的不同影响，未来研究可以采

用空间聚焦度更好的HD-tDCS技术，进一步澄清

额叶子区域在情感共情中的作用，并充分考虑研究

对象的个体差异以及情感共情子成分对共情行为表

现的影响。

2.3　非侵入性脑刺激技术对自我-他人控制的调控

共情中的自我 -他人控制 （self-other control，

SOC）是指个体通过直接经历或者想象共情他人过

程中，当自我和他人的心理表征同时激活时，能切

换 注 意 力 焦 点 ， 克 服 自 我 和 他 人 中 心 偏 见

（egocentric and altercentric biases），区分自己和他

人的心理表征，并对二者可能存在的冲突进行调控

的能力［123-125］。有研究认为，SOC是一种具有领域

普遍性的社会认知功能，构筑了共情的基础［126］。

相关的神经影像学研究提示，TPJ（图1），尤其是

其背侧区域，涉及缘上回（SMG）和角回（AG）

的腹侧区域，主要是参与动作、感知和情感方面的

SOC 加工，而其腹侧区域，涉及背侧颞上回

（STG）和后部颞上沟（STS）区域则主要参与认

知层面的 SOC 加工［127］。来自脑电研究的结果发

现，P300脑电成分与大脑进行SOC加工有关［128］，

而其源定位就位于TPJ及其附近区域［129］。这提示，

TPJ很可能参与了共情中区分自我和他人心理状态

的加工过程。

Table 1　Summary of behavioral measures of empathy
表1　共情研究常用的行为范式

错误信念任务

（false belief task，FBT）

目的归因任务

（attribution of intention task，AIT）

尤里任务

（Yoni task，YT）

面部表情识别任务

（facial expression recognition task，FERT）

认知共情：认知性ToM

认知共情：认知性ToM

认知共情：认知性ToM；

情感性ToM

认知共情：情感性ToM

主试向受试者描述一个故事情景或者用卡通图展示

（通常故事中主人公的信念与事实不相符），然后提

问受试者，测试受试者是否能判断出故事主人公的

真实信念。实验记录反应时和正确率来反映个体的

认知共情水平

目前常用的AIT是故事完成任务，主试要求受试者基

于线索或者过往经验的直觉选择最合适的故事结局

来展示他们对故事的理解，推断他人意图。故事可

以通过漫画图片或者视频展示，记录受试者做出选

择的反应时和正确率衡量其认知共情水平

该任务要求受试者观看一个名叫“Yoni”的卡通人物

的眼神和面部表情，并据此判断“Yoni”对他人或他

物所持有的想法（测量认知性ToM）和情绪（测量

情感性ToM），由于涉及一定的推理加工，受试者的

任务表现（正确率和反应时）能够反映其认知共情

能力

该任务要求受试者观看真人面孔展示的情绪图片，

然后对其情绪类型进行判断，记录反应时和正确率，

以反映受试者的情感性ToM水平

［94，100］

［91-92，101］

［76，95］

［73-74，

78，80］

行为任务名称及缩写 测量内容 任务简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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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共情测试

（multifaceted empathy test，MET）

读眼识心任务

（reading the mind in the eyes task，RMET）

情绪评分任务

（emotion rating task，ERT）

认知和情感共情：情感

性ToM；情感共情

认知共情：情感性ToM

情感共情

该任务要求受试者观察模特（展示不同年龄、性别、

种族、社会经济地位）在特定真实情境下的包括面

部表情和躯体动作的图片（如害怕、伤心、高兴

等），然后判断对方的情绪（记录反应时和正确率反

映情感性ToM）并让受试者对自己对照片中人物感

同身受的程度有多强烈进行程度评分（1~9级评分，

测量情感共情）

该任务要求受试者观看展示模特眼部的图片，图片

周围有2~4个形容词表达模特的情绪，受试者需要从

中选择最符合图片情绪的词汇，记录受试者的反应

时和正确率来反映其认知共情能力

该任务要求受试者观察一些展示情绪或者疼痛信息

相关的照片刺激或者视频刺激，通过操纵指导语，

让受试者看、听或者想象他人处于真实的某种情绪

或者疼痛状态，然后让受试者对他人的情绪强度或

者疼痛强度进行评分（指向他人的情感共情），并对

自己对照片或者视频中人物感同身受的程度有多强

烈进行程度评分（指向自我的情感共情）

［86］

［89］

［113］

续表1

行为任务名称及缩写 测量内容 任务简介 参考文献

“测量内容”一列仅表示按照本文涉及的相关研究中探讨的共情子成分对行为范式测量内容的主观归类。

在共情研究领域，使用 NIBS 技术专门探讨

TPJ在SOC加工中的作用研究较少。Miller及其同

事［130］ 使用 off-line 的低频 rTMS 刺激 （1 Hz 持续

20 min）干预右侧TPJ后发现，受试者在进行悲伤

共情时报告了更高水平的指向自我的个人痛苦。一

项针对疼痛共情的 tDCS （off-line，2 mA，持续  

20 min） 研究发现，相比使用 A-tDCS 和假刺激，

使用C-tDCS抑制右侧TPJ活动后，个体对他人疼

痛的评分分数显著下降［131］。两项研究都探测了情

感共情，然而前者似乎提示抑制TPJ的活动会增强

个体的情感共情，而后者提示抑制TPJ的活动会降

低个体的情感共情。究竟右侧TPJ在共情加工中具

体起着何种作用，近期两项关于自我-他人面孔识

别领域的研究给予了提示。Zeugin等［132］使用 off-

line 低频 rTMS （1 Hz 持续 20 min，共 1 200 脉冲）

抑制右侧TPJ活动后，观察到个体对自我面孔（相

对他人面孔）进行心理旋转的反应时变慢。Duffy

等［133］使用off-line兴奋性 rTMS刺激（iTBS，一种

增加皮质激活的刺激）增强右侧TPJ活动后，受试

者在社会互动中参与模仿他人动作的活动减少。这

提示，在SOC加工中，右侧TPJ的激活可能更多通

过增强自我表征来支持个体进行自我-他人的区分。

基于此，分析上述两项针对共情的研究发现，它们

使用的共情行为任务不同，前者让受试者在悲伤共

情时对自己的感受评分，而后者让受试者在疼痛共

情时对他人的疼痛感受评分。也就是说，要成功完

成上述行为任务，受试者必须在悲伤共情时注意力

转向自己，同时抑制他人心理表征对自我的影响，

在疼痛共情时注意力转向他人，同时利用自我心理

表征来理解他人。当使用低频 rTMS 或者 C-tDCS

抑制右侧TPJ活动后，抑制了个体的自我表征，个

体在悲伤共情时无法通过增强自我表征来抑制他人

悲伤对自己的影响，于是报告了更高水平的自我痛

苦感，而在疼痛共情时，个体也无法很好地利用自

我心理表征来理解他人，于是报告了更低水平的他

人疼痛。

此外，有少数NIBS干预研究结合功能磁共振

脑成像技术探讨了TPJ的功能子区SMG在SOC加

工中的作用。Silani等［134］基于触觉的共情行为任

务的研究发现，当受试者自己和他人的情绪不一致

时，个体存在一种判断自己的情绪更加容易的情绪

自 我 中 心 偏 见 （emotional egocentricity bias，

EEB）。如果受试者必须克服EEB去共情判断他人

情绪时，则会伴随着右侧SMG区域的活动增强现

象。研究者进一步使用 off-line的 rTMS （1 Hz，持

续 15 min）抑制右侧SMG活动后，个体的EEB增

加，说明右侧SMG在共情的SOC加工中起着克服

EEB的作用。研究者认为，右侧SMG与躯体感觉

皮层的连通性增强让右侧SMG能够整合自我和他

人相关的多感觉信息，这个过程有助于克服 E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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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实现 SOC。在此基础上，Bukowski 等［135］的

TMS融合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进一步发现，使用

cTBS （50 Hz，共 600 个脉冲，持续 40 s）抑制右

侧SMG的干预效果存在个体差异。cTBS刺激增强

了低共情倾向者的自我-他人区分的能力，而降低

了高共情倾向者的表现，这种分离现象可能受到右

侧SMG与感觉-情感和额顶控制脑网络的不同连接

模式的影响。

总体而言，共情相关的 SOC非侵入性脑刺激

研究仍然比较欠缺。现有研究提示TPJ区域的活动

可能在 SOC加工中起着调控自我表征的作用。然

而由前述研究可知，SOC 可能并不是一个单一的

加工过程。而 TPJ 内部解剖结构复杂，个体差异

大［99］。未来研究应该进一步使用 NIBS 技术澄清

SOC的具体加工机制，以及TPJ功能子区的作用。

2.4　非侵入性脑刺激技术在共情缺陷群体上的

应用

过往研究显示，共情缺乏或者功能障碍往往与

各类难治性神经和精神疾病的发生发展甚至复发密

切相关，也严重影响医患关系的建立，因此探究各

类神经/精神类疾病共情障碍的调控方法尤为重要。

然而，相比药物和心理治疗方法，将NIBS技术应

用于神经/精神类疾病患者进行共情缺陷的临床干

预研究刚刚起步，相关研究仍然比较匮乏，目前为

止，仅搜集到4篇涉及 rTMS和 tDCS的临床共情缺

陷干预研究。

现有针对精神疾病共情缺陷的NIBS干预研究

主要考察了干预重症抑郁症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患者的大脑左侧DLPFC区域的效

果。MDD是一种复发率高的慢性精神疾病，存在

特异性的共情反应失调现象，共情损伤是其复发的

危险因素之一［136］。基于前述的针对健康受试者的

干预研究发现，DLPFC 既参与了情感共情加工，

也参与了认知共情加工。而有研究发现，接受抗抑

郁治疗的患者会表现出治疗后DLPFC的激活增强

现象，DLPFC功能失调可能是抑郁症的一种病理

生理现象［137-138］。因此，有理由相信干预DLPFC的

功能活动可能有助于调控共情缺陷。Light 等［139］

于2019年开展了一项针对MDD患者快感缺乏现象

的随机双盲对照 rTMS干预研究。研究者使用自制

的笑脸行为任务（happy faces task，要求患者观看

不同程度快乐的面部表情并判断是否有快乐情绪）

测量患者在接受 rTMS干预前后的状态性积极共情

的行为表现，并用特质积极共情量表测量患者接受

干预前后的积极共情人格特质差异。研究发现，患

者的左侧DLPFC接受5d/周，持续4周，共20个序

列 （每个序列使用 10 Hz 共 3 000 脉冲刺激） 的

rTMS刺激后，不仅判断积极情绪面部表情（情感

性 ToM）的正确率显著上升，而且特质积极共情

能力也得到显著提高，快感缺乏的症状被有效缓

解。Brennan 等［140］对抑郁症患者的 tDCS 研究发

现，使用 A-tDCS （1.5 mA，30 min） 增强左侧

DLPFC区域活动后，相比健康对照组，抑郁症患

者识别他人情绪的能力（情感性ToM）有所改善，

特别是识别愤怒和厌恶等负性情绪方面改善尤为显

著。尽管相关临床干预研究有限，但是上述使用

rTMS和 tDCS对抑郁症共情缺陷进行干预的研究结

果一致，针对左侧DLPFC的干预有利于提升患者

的认知共情。说明左侧DLPFC可以成为临床干预

精神疾病共情缺陷的一个靶点。

现有针对神经退行性疾病共情缺陷的NIBS干

预研究主要使用 tDCS 技术进行。虽然有研究

者［141-142］ 发现使用 tDCS 进行临床干预的效果和

rTMS相当，甚至从成本效益方面考虑则 tDCS更适

合用于临床干预，但 tDCS在共情缺陷群体中的临

床研究仍很匮乏，目前为止仅有两篇研究使用了

tDCS 进行临床神经退行性疾病共情缺陷的干预

（均为随机双盲对照研究）。Cotelli等［143］对行为变

异型额颞叶痴呆症患者的干预研究发现，与假刺激

以及健康对照组相比，使用A-tDCS（1.5 mA，持续     

10 min）作用于患者的mPFC区域后，显著增强了

患者的认知共情水平（使用AI范式测量），缓解了

患者的共情缺陷。Adenzato等［144］基于同样的认知

共情任务进行的针对伴有轻度认知障碍的帕金森病

患者的研究也得到了同样的干预效果。这两篇研究

也是相关领域中第一次开展神经退行性疾病共情缺

陷的脑干预研究。

综上，现有针对患者的临床共情缺陷干预研究

十分匮乏，有限的研究提示，使用 rTMS或者 tDCS

进行共情缺陷疾病的调控存在潜在可行性，而且

DLPFC 和 mPFC 区域有望成为临床认知共情缺陷

干预的潜在靶点。

3　非侵入性脑刺激技术调控共情的作用机

制探讨

虽然使用 rTMS 和 tDCS 刺激大脑相关脑区来

调控共情的研究取得了初步的进展，但其背后潜在

的作用机制目前尚不清楚。本文拟从微观和宏观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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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层面来探讨NIBS调控共情的可能机制。

在微观层面上，有限的动物研究发现，NIBS

干预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生理生化改变，如增加神经

营养因子，上调抗氧化、抗毒性和抗炎活性，减少

压力诱导激素，增加多巴胺能和 5-羟色胺能传递

等［145］。已有研究显示，共情的发生发展需要多种

神经递质的参与，如多巴胺、5-羟色胺［65］。而

rTMS刺激可能会增加多巴胺及其代谢产物的释放，

调节多巴胺能系统信号的传递［145-146］。这种传递会

影响个体共情反应的强度［147-148］。5-羟色胺转运蛋

白（serotonin transporter，5-HTTLPR）基因多态性

研究发现，与具有长等位基因的个体相比，携带两

个短5-HTTLPR等位基因的个体对痛苦的共情程度

更高［149］。而 tDCS 刺激可以调节 5-羟色胺能系

统［150］，rTMS 则可能会提升 5-羟色胺的水平［151］。

因此，我们推测，NIBS技术可能会通过生理生化

上的改变达到对大脑共情功能的调控，这可能是

NIBS技术干预共情的生理生化基础。

在宏观层面上，一个心理过程越复杂，就越有

可能是诸多脑区共同合作支持这个心理加工过程的

进行。NIBS干预可能会改变受刺激脑区与其他脑

区的功能协同性。Hartwright等［152］使用 cTBS刺激

右腹外侧前额叶皮层（rvlPFC）后发现，个体执行

认知性 ToM 任务的行为表现变差，这一结果与

rvlPFC和右侧TPJ产生了更强的功能连接以及右侧

TPJ 更高的灰质密度有关。Bukowski 等［135］ 使用

cTBS调控共情中的自我-他人控制功能后发现，抑

制右侧SMG活动后，受试者在共情中呈现的个体

差异受到右侧SMG与感觉-情感脑网络和额顶控制

脑网络的不同连接模式影响。使用 tDCS 刺激

DLPFC的研究也发现，tDCS刺激可以改变默认网

络和右侧额顶控制网络的连接强度，也能诱导增强

左右半球DLPFC区域之间的连通性［153-154］。从现有

的少数NIBS融合脑成像技术的研究中推测，NIBS

可能通过改变受刺激脑区的激活强度，或者增强/

减弱受刺激区域与其他脑区的功能连接达到对大脑

共情功能的调控，这可能是NIBS技术干预共情的

脑基础。

4　问题与展望

NIBS技术为共情调控的脑机制研究和干预提

供了新的视角。目前，相关研究仍然比较欠缺。根

据现有文献，针对NIBS技术在共情领域研究中存

在的一些问题与挑战，多方法的融合研究将有助于

解决这些挑战。

第一，共情研究范式的可比性不足，脑刺激位

点的选择较局限。如前所述，共情界定不统一，被

不同研究使用的界定多达146个，且共情内部结构

多元，导致不同研究者测量共情的方式也不统

一［1］。基于本文的总结，现有使用NIBS技术调控

共情的研究就至少使用了 7 种不同的行为测量范

式，加之情感共情和认知共情还可能存在分离现

象，导致相关研究的可比性不足。未来应该加强共

情界定和研究范式的标准化研究进程。此外，脑刺

激位点的选择不应只局限于额顶叶区域，而应该进

一步关注共情加工相关的其他脑区，如前脑岛、前

扣带皮质等区域。

第二，个体特质共情差异对NIBS干预效果的

影响机制关注不够。如前所述，现有部分研究发

现，使用NIBS技术对特质共情水平高低不同的个

体的影响并不一致，提示个体的基线特质共情水平

可能会影响NIBS干预共情的效果。然而，目前尚

未有专门探究个体特质共情水平影响NIBS干预效

果机制的研究。已有研究表明，不同个体的特质共

情能力确实存在高低差别，这种个体差异可能会通

过大脑结构差异、大脑静息态下的功能连接模式差

异甚至遗传差异等表现出来。例如，关于健康受试

者的研究发现，相比特质共情水平低者，特质共情

水平越高，则前脑岛、中部扣带皮质、额下回等共

情相关脑区的灰质体积越大［155-156］，大脑默认网络

存在更强的功能连接［157-158］。来自双生子的共情研

究还发现，遗传可以解释特质情感共情能力

41.3%~50.6%和特质认知共情能力18.1%~35.8%的

变异［159］。然而，上述表现在大脑结构、静息态功

能连接模式和遗传上的差异究竟会如何影响个体接

受NIBS刺激后的表现尚未可知，需要更多的专门

研究予以探究。

第三，对共情子成分的干预研究不平衡。总体

而言，目前针对健康受试者和共情缺陷疾病患者进

行的共情NIBS研究都非常欠缺，其中多数研究又

集中于对认知共情成分进行干预，专门针对情感共

情的干预研究较少。情感共情相关的脑区多数位于

大脑深部，相关的行为测量范式不够敏感，可能是

现有研究受阻的主要原因。未来研究应该开发更具

生态学效度的情感共情测量范式，并结合深度脑刺

激技术加强对情感共情脑机制的研究。

第四，缺乏对共情时序加工特点问题的探讨。

基于认知共情、情感共情、自我-他人控制的不同



·2430· 2023；50（10）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  Prog. Biochem. Biophys.

表现和功能，理论上，在共情他人时，内部子成分

的加工可能不是同时进行的。譬如，可能需要在区

分自我和他人的相关心理表征的基础上才能从情感

或者认知层面共情他人。有研究发现，共情可能存

在一个发生于早期的自下而上的自动化加工过程和

一 个 发 生 于 晚 期 的 自 上 而 下 的 控 制 加 工 过

程［160-162］。因此，未来研究应该使用时间分辨率更

高的方法和技术或者技术的融合研究，考察相关脑

区在共情加工中起作用的时程问题，为进一步的临

床精准干预奠定实证基础。

第五，多方法融合研究较为缺乏。在共情调控

研究领域中，将NIBS技术与脑成像技术结合的研

究极少，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多方法的融合必将是

未来研究的热点和方向。目前，有关共情的脑成像

研究常用结构磁共振成像（sMRI）和功能磁共振

成像（fMRI）技术完成。共情的 sMRI研究多数是

基于健康人群［156， 163］或者脑损伤患者［164］和神经

精神疾病患者［24， 165-166］探究正常和病理条件下大

脑结构（如大脑皮层厚度、灰质体积和密度等）与

共情的关系。fMRI研究则多数使用测量大脑血氧

水平依赖信号的任务态 fMRI （task-fMRI）和静息

态 fMRI（resting-state fMRI，rs-fMRI）进行。task-

fMRI的共情实验通常会在被试执行共情行为任务

时记录被试的行为指标（如反应时、正确率、共情

情绪评分等）和神经生理指标（如BOLD信号等），

从而衡量与共情相关的大脑活动［167-168］。共情的  

rs-fMRI研究不多，通常是探讨共情相关的自发功

能脑网络组织（如默认网络等）的内在特性［169］。

近期有极少的研究开始使用光学成像技术，如功能

性近红外光谱（fNIRS）成像技术探究与共情相关

的大脑血流动力学反应［170-171］。由于其对运动较友

好，比较适合研究低幼儿童、老人等特殊群体的共

情，或在自然情境下探究人际互动中共情诱发的皮

层激活模式，从而提高研究的生态学效度。此外，

共情领域中有部分研究还使用脑电图（EEG）、脑

磁图（MEG）等神经电生理方法测量与共情水平

相关的大脑电活动的动态过程。例如：研究大脑特

定的EEG节律与共情的关系［172］；使用事件相关电

位（ERP）观察共情加工不同阶段对应的ERP脑电

成分的变化［173］；利用 MEG 高时空分辨率的优势

观察个体执行共情任务时跨脑区多个频段的神经振

荡信号的动态关联［174］。然而，遗憾的是，上述技

术均只能测量与共情相关的大脑活动，无法探究因

果关系。使用NIBS技术干预大脑共情时，如果能

结合前述技术，不仅能从脑结构和脑功能层面考察

其调控共情的作用机制，也能为干预靶点的选择和

个性化干预方案的制定提供实证研究的支持。此

外，NIBS技术作为一种物理干预手段，如果能联

合其他干预方法（如认知-行为心理干预、药物干

预等）进行研究，将更有助于探究共情调控的有效

手段，为临床干预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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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 and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 Techniques in The Regulation of Empathy*

LI Yun1), LI Ling2)**

(1)School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engdu 611137, China; 
2)School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0054,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social cognitive function, empathy can help people establish harmoniou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better adapt to the real society.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occurrence, 

development and recurrence of many neurological and psychiatric diseases are related to empathy deficit. By 

modulating cortical excitability, non-invasive brain stimulation techniques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and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can regulate the individual’s level of empathy and alleviate the symptoms 

of empathy deficit. The available evidence from healthy populations shows that the activities of the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the primary motor cortex, the inferior frontal gyrus, the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and the 

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help improve cognitive empathy. The activities of the bilateral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can also help to down-regulate the level of affective empathy, while the activities of the right 

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can enhance self-representation and support the self-other discrimination during 

empathy. There is a small amount of clinical evidence suggest that enhancing the activities of the left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and the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can improve cognitive empathy in patients with psychiatric and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respectively. Future research should explore empathy intervention with different 

stimulus parameters and stimulus sites under a unified behavioral measurement, and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of non-invasive brain stimulation in improving empathy by integrating other neurophysiological 

techniques. The effects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n brain intervention should also be considered.

Key words　empathy, non-invasive brain stimulation technology,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DOI：10.16476/j.pibb.2022.0515

                                      
∗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grants from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62176045) and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Xinglin Scholars” Special Project (MPRC2021024).

∗∗ Corresponding author.

Tel： 86-28-83208889， E-mail： liling@uestc.edu.cn

Received： November 30， 2022    Accepted： February 21， 2023


